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玺印在我国出现很早，它的起源应该与我国发达的治陶业有关。春秋战国时代，玺印的使用极其普遍。古代为了起到凭信或防止非法启封的目的，对需要保存或密封运输的物品或简牍文书，用绳捆扎或用囊盛装之后，在绳结上或封口处用胶质黏土封缄，并在上面用公私印章抑压，再将黏土烘烤干硬，使得其它人无法不留痕迹地随便开拆，从而起到对封护对象的保护、保密和凭信作用。这些用于封护的胶质黏土，不管有无加盖印章，均称为封泥。在以竹简为书写的主要载体的时代，玺印的主要使用形式是封泥。
一、1997年以前的秦玺印封泥研究
由于人们对封泥性质的认识比较晚，幷且早期仅是珍藏欣赏，封泥的重要性没有被发掘出来。虽然后来封泥著录的专书很兴盛，但秦封泥还远远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更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因为可得以确认的秦玺印封泥几乎没有。其实早期著录玺印和封泥的著作已经收录了部分秦玺印封泥，只是对秦印的认识很模糊而不敢遽定。
元代中期杨遵《杨氏集古印谱》中王沂序文中最早提到“秦玺”；其后，元末刘绩《霏雪录》、明末张学礼《考古印文正薮》、甘旸《印学集说》、徐上达《印法参同》等论著中都有关于“秦”玺印的论述。尤其是《印学集说》中“秦之印玺，少易周制，皆损益史籀之文，但未及二世，其传不广”的论述虽然不成体系，却代表了清代之前古人对秦玺印认识的最高水平。一直到清代中叶之前人们对秦印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夏一驹《古印考略》、孙光祖《古今印制》都把战国小玺误作秦印。
第一次明确标出“秦印”一类的是清代学者陈介其，陈氏在《封泥考略》中提出的秦印标准主要是：职官地理符合秦制，印文风格同石鼓文、李斯小篆，印面有十字界格等。
早期的印谱或者封泥普录一般都不做考释研究，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对秦玺印封泥的辨认。肖毅《古玺文字研究述略》对古玺文字的研究做了简要的叙述
。先后对秦玺印封泥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有李学勤
、曹树铭
、罗福颐
、秦进才
、王献唐
、赵超
、沙孟海
、牛济普
、裘锡圭
、王人聪
、萧高洪
、陈雍
、曹锦炎
、任隆
、叶其峰
、许雄志
、王辉
、韩建武
、孙慰祖
、赵平安
、陈重亨
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秦印的了解越来越多，但是综合性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

二、相家巷新岀土秦封泥資料的公布与研究

1995年春，西安市北郊相家巷村民无意间在农田发现大批封泥
。同年夏，路东之在民间文物市场获得大批相家巷出土秦封泥。
1996年底，在西北大学召开的“首届新发现秦封泥学术研讨会”上路东之公布了古陶文明博物馆所藏秦封泥。
1997年周晓陆等将同批封泥重新释读后公布。

1997年4月，《书法报》公布了收藏于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的部分封泥。
这批封泥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所藏秦封泥原是同批。7月，傅嘉仪、罗小红介绍了另一批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同时刊登有精美的秦封泥照片。
 8月，任隆又公布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相家巷出土秦封泥部分内容。

1998年初，周晓陆等公布了后续入藏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的秦封泥，
对后续发现及他文发表的相家巷遗址秦封泥67品进行了考释。不久，任隆公布了收藏于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秦封泥的新品类。

1999年，傅嘉仪选取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部分秦封泥在《篆字印汇》一书中公布。
后又在《历代印匋封泥印风》中对收藏于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秦封泥做了完整的公布，其中有不少新品种。

2000年5月，周晓陆、路东之将已经公布的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陆续入藏的秦封泥以及历代著录书中可确认的秦封泥汇集成《秦封泥集》一书出版
，是当时搜集资料最全的著录专著，但今天看来此书漏收资料很多，仍需补订。杨广泰主编的《秦官印封泥聚》（两册，原拓）也收录了秦封泥的个别新品种。

2001年10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公布了2000年4至5月间在相家巷遗址抢救发掘所得的全部封泥资料，共325枚100多个品种，并对其中一些“文字清晰可辨”的封泥做了考释。
年底，王辉师《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也分别公布了部分秦封泥的新品类；周晓陆、刘瑞也公布了一些新见的秦封泥。

2002年周晓陆、陈晓捷《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发表，公布新见秦封泥10种，各种类品数不详。

2002年10月周晓陆等发表《秦封泥再读》，又对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秦封泥部分新资料进行公布。
同时，傅嘉仪编着《新出秦代封泥印集》出版。
此书将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做了完整公布，但考释甚为简略。
2002年12月，孙慰祖编着的《中国古代封泥》出版。
收录了上海博物馆2001年新入藏的海外回流的178枚相家巷遗址秦封泥中的一部分。该书幷不是所有馆藏封泥的系统整理汇集，而只是列举性地介绍了部分馆藏品种。可能因为该书所公布的资料不全、不够新，故反响不大。
2003年1月，《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公布了随同大量竹简出土的数百封泥匣以及数十枚残碎封泥。
或许学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36000余枚秦代简牍上面，这批封泥资料未引起注意，也没有相关研究论著发表。

自1997年至2004年底是新资料的集中公布阶段，但大都局限于解释单品封泥的文字意义和与文献的简单对照上，而没有将同类秦封泥归类作系统研究。此后的两年间，又有零星的新资料陆续发表：

2005年7月，周晓陆等发表《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
，10月，周晓陆等又发表《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
披露北京文雅堂近年陆续入藏的新见秦封泥品种。12月马冀《西安新见秦封泥及其断代探讨》公布西安私家所藏的21枚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其中有数枚是未见报道过的新品种。
这三篇文章是《秦封泥集》出版后所见新品类最多的一批资料，其中一些职官和地理名称前仅此一见，弥足珍贵。

2006年6月，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公布文雅堂所藏秦封泥50品，其中又有数十种为新见品。

孙慰祖对海外流散的相家巷秦封泥进行了及时的收录和研究，是最早研究相家巷新岀秦封泥并做出正确判断的的学者。

至此，除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发掘所获的秦封泥至今未见公布外
，西安北郊相家巷出土秦封泥资料基本全部公布。新资料的公布引发了一个秦封泥的研究热潮。
需要指出的的是：北京文雅堂出版的《秦官印封泥聚》
、《原拓新岀土秦封泥》
、《双圣轩集拓秦官印封泥》
《相家巷出土秦封泥》
以及《古陶文明博物馆藏战国封泥》
等书作者未见，但其中收录的秦封泥已经散见各种刊物，本文附录统计表中有详细说明。

三、秦玺印封泥的释读

秦玺印封泥的释读主要是相家巷出土的数千枚封泥的释读。由于秦文字承继西周文字传统，相对于风格多变的东方六国文字来说比较容易辨识，故秦封泥在发表的时候，公布者大都做了考释。
最先对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做出判断和初步研究的是孙慰祖《新见秦封泥官印考略》，“以文字和形制言，多属秦代”，后来的研究证明了这个判断是很有先见性的。

周晓陆、路东之、 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
将梦斋所藏秦封泥的精粹部分披露于世（这批封泥曾在“首届新发现秦封泥学术研讨会”以油印本的形式公布过
），此后又有《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
纠正了最初的部分误释。

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
对秦封泥中的有关地名做了新的释读。史党社《新发现秦封泥丛考》
，任隆《秦封泥官印考》
、《秦封泥官印续考》
等文结合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尚未发表的资料，对当时已经公布的秦封泥陆续做了补充释读。傅嘉仪、罗小红《汉长安城新出土封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藏封泥初探》
对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相家巷新岀秦封泥做了初步介绍。

首批资料刊发后，学术界一方面旧说进行不断补充，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新资料陆续公布。秦封泥的释读工作继续向深入发展

周晓陆、刘瑞《九十年代之前所获秦式封泥》
将清代以来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土或著录的“秦式封泥”进行整理研究。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中的释文和略考比最初发表资料时的更加详尽和精确。周晓陆、陈晓洁《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
、周晓陆、刘瑞《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
、周晓陆路东之、刘瑞、陈晓捷《秦封泥再读》
对整理中的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有关秦职官、地理、宫禁的部分封泥进行考释。周晓陆、刘瑞、李凯、汤超《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
披露了北京文雅堂所藏部分新见品种的秦封泥资料，幷对以往著录的少两品类重新解释。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
又对北京文雅堂所藏有关地理内容的新资料进行了披露。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公布文雅堂所藏秦封泥新见数十种。
王辉师的一系列文章，如《新出秦封泥选释（二十则）》
对部分秦封泥做了考释。《秦文字集证·秦印通论》
一章中对当时公布的所有秦封泥都做了精要的考释，是当时所作释文最多的著作。《秦印考释三则》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
、《秦印封泥考释 （五十则）》
等文，不断地对已有的释读补充订正，另一方面跟随新发表的资料做出考释。马冀《西安新见秦封泥及其断代探讨》
对西安某氏所藏的秦封泥作了释读。

随着这批封泥出具体地点的明确和随后的抢救性的科学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简报发表，《考古学报》同期刊发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
，对其中116枚“文字清晰可辨、保存基本完整”的封泥做了比较详尽的考释。刘庆柱后又发表《新获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封泥研究》
。
周天游、刘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简读》
结合新公布的张家山汉简对已公布的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419种秦封泥进行了比较研究。赵平安结合秦汉官印对部分秦封泥也做了考释。
周雪东《秦汉内官、造工考》
、刘瑞《“左田”新释》
《秦工室考略》
、陈晓捷《“走士”考》
、《学金小札》
等对单个品种的封泥进行了深入的释读。

后出的秦封泥的专著《新出秦代封泥印集》，对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做了最完整的公布，并附有简单的文字考释。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因受到相家巷秦封泥发现的影响，陕西历史博物馆也公布了馆藏的69枚封泥得以公布和考释，其中就有数枚秦封泥
。文中说这些封泥“大都出土与西安北部的汉长安城遗址中”，大概即是后来的相家巷一带。另外，济南市博物馆也对该馆旧藏界格封泥做了考释，其中大多是已经见于普录的秦封泥
。
四、秦封泥时代的确认
相家巷秦封泥刚刚出土时，学术界还没有认识到这批封泥资料的重大意义。在周晓陆、路东之等人的努力下，又经过北京及西北大学有关专家的辨识肯定，相家巷出土封泥的真实性和时代得到初步确认――大家大都认为这批封泥属秦王朝遗物无疑，下限在秦灭亡；上限则有秦统一、战国晚期（吕不韦执政之前）。参加这场论争的学者有周晓陆、路东之
、李学勤
、张懋镕
、李零
、王辉
、刘瑞
、史党社、田静
等。但2001年之前学者们讨论这批封泥时代的依据只是封泥本身的内容，再与文献记载和有关出土遗物加以对照。
2001年4、5月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相家巷遗址进行抢救发掘，得获325枚100多个品种得封泥资料，并且从考古地层关系上限定了这批封泥的时代“应属战国晚期或秦代，不会晚到汉”，解决了秦封泥发现以来关于其所属年代的争论。
五、秦封泥出土地性质的论争
秦封泥出土地的性质至今悬疑未定。主要有秦“甘泉宫”
“信宫”
“北宫”
等数种看法。
我们的看法是：北宫在渭河以北，几乎没有了可能；信宫是统一后第二年才兴建的，从考古地层关系和新岀封泥有“玺”等特征判断，此处从统一之前就开始使用，并延续到秦末，所以信宫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而从新岀土秦封泥中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后宫私官和禁苑、园囿、台观名称来看，此处不是帝王处理政事的朝宫，而极可能是秦甘泉宫，即秦太后所居之南宫。
虽然刘庆柱、李毓芳也认为“秦甘泉宫（即秦南宫）遗址应在渭河南岸（即秦之‘渭南’），汉长安城遗址西北部”
，但由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发掘的大批资料尚未公布，所以这并不是定论。
六、秦玺印封泥和秦汉史的研究  

秦玺印封泥的研究价值在于官制和地理地名两个方面。尤其是相家巷秦封泥的大批出土使得秦封泥补苴秦史的价值更加突显出来。秦史中一些迷雾的廓清又为汉代相关制度的溯源提供了直接的历史依据，对秦汉史研究大有裨益。
周晓陆、路东之《空前的收获 重大的课题――古陶文明博物馆藏秦封泥综述》，对秦封泥与秦汉史的研究作了展望，张懋镕《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与意义》深刻揭示了秦封泥多方面的意义，黄留珠《秦封泥窥管》研究了职官制度，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研究了郡县制，余华青《新发现的封泥资料与秦汉宦官制度研究》研究了宦官制度，周天游《秦乐府新议》研究了秦乐府制度的发生和发展演变，周晓陆、陈晓洁《秦汉封泥对读》结合汉代封泥考察了秦汉职官、地理的沿袭更迭。另外，李学勤《秦封泥与秦印》对秦封泥与秦玺印的关系进行了说阐述。这组文章集中刊登，将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汉史的研究紧紧连系起来。
此后出版的《秦封泥集》中李学勤、袁仲一、余华青在各自所作的序跋中对秦封泥与秦汉史的研究作了更加深入的论述。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的发现与研究》
、《秦封泥集》上编第一章《秦封泥简论》和《秦封泥的考古学发现与初步研究》
中都对秦封泥与秦史研究做了很好的探讨。另外，周晓陆的一系列文章对秦封泥中反映的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甘肃等地的郡县设置及相关历史问题结合文献资料做了说明。

田静、史党社对新发现秦封泥中的“上濅”、“南宫”、“北宫”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任隆探讨了秦丞相制度和秦封泥中所反映的手工业状况以及秦封泥与档案管理
；刘瑞研究了秦汉时期“将作大匠”的变迁
，结合新岀土封泥还对秦“属邦”、“臣邦”、“典属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探讨
。彭卫研究了秦汉时期的洗浴习俗
，张冬煜就秦封泥与秦陶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通过秦封泥对秦档案管理进行研究的还有樊如霞
，周晓陆、陈晓捷
对秦封泥中有关中央职官、宫禁做了考释，赵平安分析了秦官印和汉代官印田字格问题
。

周晓陆、刘瑞、路东之等综合运用新出土秦封泥的各种特征对各种普录中著录的秦封泥进行了辑录，并运用已有的秦封泥的知识对辽宁等地出土的封泥进行断代确认，提出“秦式封泥”的概念。
王辉师结合新岀土秦封泥对秦代苑囿进行了补充论述
，还对前阶段的秦封泥研究做了阶段性的总结和评价
。斯路首先提出了秦封泥辨伪的问题，首次披露西安及北京民间文物市场出现的伪品秦封泥
。孙慰祖结合新公布的实物资料总结出一些断代和辨伪的原则
。
利用秦封泥中的相关字形对楚简和齐陶文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的有白于蓝
、赵平安
、李学勤
等。赵平安较早地对秦封泥的字体从文字学角度进行了考察
。任隆、陈菽玲对秦封泥的书法价值和篆刻艺术也进行了关注
。此外，陈瑞泉对秦乐府的职能及作用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
近年来以秦封泥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主要有台湾林丽卿《秦封泥地名研究》
、朱晨《秦封泥集释》
，许海斌《秦汉玺印封泥字体研究》
，张强《古玺与封泥考略》（英文）
。其中《秦封泥地名研究》所依据的只是《秦封泥集》，收录的材料并不完整；《秦封泥集释》也仅是对秦中央官印部分做了汇释。前者搜集文献资料比较齐全，后者引证各家说法比较丰富，但新的见解都较欠缺。
目前收集资料最全面、研究最为系统的秦玺印封泥专著是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
。
以上所及只是比较集中地对秦封泥进行专题研究的概况，至于其它利用新岀土秦封泥研究战国文字、秦出土其它文字资料及其有关秦汉史问题的论着还有很多。
七、秦玺印封泥研究总结与展望
1997年之前，秦玺印封泥研究比较沉寂。因为此前秦玺印封泥数量较少，品种单一，没有成为独立研究的对象；加上早期封泥资料普录印行未广，对封泥文字以及封泥本体的研究相对比较沉寂，专题性论著很少。
第二阶段：1997年至2001年底，秦玺印封泥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这段时间内秦玺印封泥研究的重点是资料的公布和文字的释读。释读工作较为深入，但对一些具体品类无论是文字上还是内容的理解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秦玺印封泥的分期断代、秦职官制度的源流、地理疆域的历史层次和沿革、秦汉史地的对比研究尚未深入，基本上停留在与《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地理志》的简单对照上。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流散于私家收藏的相家巷出土秦封泥也有零散公布。相关深入研究的论著较少。
由以上所论可见，当前秦玺印封泥在资料的积累方面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但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亟需对前一阶段的研究做一总结和深化。
今后需要展开的论题主要有：个别争议比较大的封泥品种的深入研究，秦封泥的分期断代，出土地性质的深入探讨、确认，秦代职官制度的系统研究，周、秦、汉制度的深入对比研究
，封泥中具体职官的职能及其演变，地名的溯源和名称的沿革等等。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近十年的秦封泥研究实际上也是对秦玺印的研究，因为研究者一般都都把玺印和封泥当成一个东西看待。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刘瑞《1997—2001年间秦封泥研究概况》
和《1997—2002年间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综述》
，对1997年至2002年间的秦封泥研究状况作了很好的总结。

笔者见闻不广，眼界难免受限，以上所及各家论著难免挂一漏万，有些评价不一定准确，有些提法不一定妥当故，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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